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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系统治理理论，聚焦农药包装废弃物、废弃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及畜禽粪

污四类主要农业固体废弃物，系统梳理中国的治理现状。 研究发现，政府、市场主体与农户在协

同治理中仍面临责任边界模糊、利益补偿机制缺位等结构性难题。 通过比较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的治理实践，提炼其在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多方协同治理制度化的典

型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本文提出四方面优化路径，旨在为完善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体系提供政

策参考，提升资源化利用效率与治理效能：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模式；分类施

策，构建多元化资源利用路径；强化科技支撑与适用性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提
升治理系统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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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农业绿色转型

与生态文明建设已被纳入国家战略。 在农业生产

过程中，农业固体废弃物是最突出的负外部性问题

之一。 其有效治理不仅关乎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

运行，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目标的重要支撑。 一方面，农业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基础产业，其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 提升农业生产可持续

性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黄修杰等，
２０２０；杜志雄等，２０２１），这不仅要求在农业生产中

合理利用资源，还要求保护生态环境。 农业固体废

弃物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协调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
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通过推进减

量化使用、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可有效提升

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与环境友好性（Ａｌｅｎｇｅｂａｗｙ

等，２０２３；Ｘｕ 等，２０２４；Ｒｉｄｄｅｃｈ 等，２０２５；Ａｈｍａｄ 等，
２０２５；汪笑溪等，２０２５；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５）。 另一方面，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正是这一

战略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 农业固体废弃

物治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与资源循环利用的

关键环节，不仅直接影响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也体

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基层落地的系统性与长期性

（杜祥琬，２０２２；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２，２０２５；赵敏娟等，
２０２５）。

根据《国家固体废物名录（２０２１ 年版）》，农业

固体废弃物是指在农作物种植、林业、畜牧业和渔

业等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具有种类

多样、成因复杂、治理链条长等典型特征，治理难度

较大。 本文聚焦于农业生产环节中最具代表性和

—０２１—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　 项目来源：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应对全球变化的治理机制与政策” （编号：２０２０ＹＦＡ０６０８６０４），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碳中和目标下中国农业食物系统温室气体减排与粮食安全协同路径研究” （编号：７２２７３１２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温
室气体减排、空气污染治理的健康效益评估和协同政策设计”（编号：７２１３４００６），浙江省金华市“无废城市”数字化应用成果研究项目（编号：
ＴＹ２０２２－ＦＷ２７９－ＺＦＣＧ２７９）。 谭荣为本文通讯作者

DOI:10.13246/j.cnki.iae.2026.01.006



污染负荷的四类固体废弃物，包括农药包装废弃

物、废弃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以及畜禽粪污。 这

四类废弃物是当前政策关注的重点对象，也是资源

化潜力与环境风险并存的关键治理对象∗。 当前，
中国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仍面临较大压力。 以农

作物秸秆为例，２０２３ 年其产量达到 ８. ７ 亿吨，可收

集量超过 ７. ３ 亿吨①。 由于规范化利用渠道不足，
部分地区仍存在秸秆露天焚烧或无序堆放现象，不
仅造成资源浪费，也成为区域季节性空气污染的重

要来源。 相关测算显示，其释放的污染物对当地形

成重度雾霾的贡献率高达 ２０％②。 ２０２３ 年，农用塑

料薄膜使用量达 ２４１. ６ 万吨，其中地膜使用量为

１３７. ５ 万吨，覆盖面积超过 １７７６. ４ 万公顷。 残膜

回收体系不健全导致的“白色污染”对土壤结构与

作物根系生长构成潜在威胁。 ２０２３ 年，全国农药

使用总量达 １１５. ５ 万吨，农药包装废弃物年均产生

量超 １２ 万吨③，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浅层地下水

污染及土壤生态退化，带来长期环境风险。 此外，
２０２４ 年全国畜禽粪污年产生量已突破 ３８ 亿吨④。

在此背景下，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正从以末端

处置为主转向涵盖源头减量、过程管控与资源化利

用的全链条管理模式。 在此过程中，政府引导、市
场主体及农民参与、科技支撑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逐步形成（李军等，２０２５）。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层

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了这一协同治理体系建

设，以提升治理的系统性，服务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

实问题是：尽管顶层设计已明确指向“多元协同治

理”，但实践层面却面临协同机制不畅的问题。 中

国农业固体废弃物种类多样、分布广泛，区域自然

条件、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导致治理需

求复杂、路径多元。 现有治理体系在技术适配性、

经济可持续性与制度协同性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资
源化利用水平不均衡，回收处理链条衔接不畅，监
管责任落实不到位。 这种“碎片化”“分散化”的治

理模式制约了资源利用效率与环境治理绩效的整

体提升。 随着政策导向从重末端处理向全过程治

理转变，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已逐步由单一的技术

性或环保性任务，上升为涉及组织创新、制度完善

与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议题。
目前关于农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和政策领

域的研究已积累大量成果（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１；Ｐｒａｄｏ
等，２０２５），但其多关注单一废弃物类型，缺乏对农

业固体废弃物治理体系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分析，导
致相关政策建议虽针对性强但普适性不足，难以支

撑跨类别、系统化的治理决策。 为此，本文构建了

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以弥补既有研究在整体治理

视角上的不足。 该框架基于“系统治理”理论，融
合系统分析方法，整合废弃物类型、治理流程与参

与主体等关键维度（见图 １），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与治理路径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具体而言：（１）多
类型废弃物维度，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废弃农用薄

膜、农作物秸秆与畜禽粪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通
过比较揭示其治理模式的共性与差异；（２）多环节

流程维度，遵循全生命周期理念，涵盖从源头减量、
分类收集、贮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全过程，关注环

节衔接，识别潜在断点；（３）多元参与主体维度，聚
焦政府、市场、农户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分工与利益

协调，识别影响协同治理效果的制度性约束；
（４）系统治理路径维度，整合三个维度并提炼系统

性、可操作的协同治理策略。 四个维度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既有助于识别治理

过程中的关键瓶颈和制度约束，也为全过程、多主

体协同治理的机制分析与路径优化提供支持。

—１２１—

　 　 汪笑溪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模式的探索

①

②

③
④

∗　 相较而言，尾菜和尾果虽亦属农业固体废弃物范畴，但主要产生于采后处理及流通销售等环节（如田间采收残余、批发市场分拣损

耗），其管理属性可能随流通路径演变为城乡生活垃圾（如厨余垃圾），与本文关注的典型生产环节废弃物在治理机制上存在差异。 基于研

究边界清晰性和分析框架一致性的考虑，本文未将尾菜和尾果纳入研究范围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 . 我院张海林、赵鑫团队在秸秆资源利用潜力及秸秆还田技术优化相关研究领域取得系列进展，ｈｔ⁃
ｔｐｓ： ／ ／ ｃａｂ. ｃａｕ. ｅｄｕ.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２４ ／ １１ ／ １４ ／ ａｒｔ＿４８１７２＿１０４４５７０. 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 人民网 . 全国多地连日雾霾严重 秸秆焚烧是否为祸首，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１０２１ ／ ｃ７０７３１ －
２７７２０９６２. 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２４. 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４
数据来源：央视网 . 变废为宝绘就绿水青山，为畜牧业绿色转型按下“加速键” ———第三届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大会暨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大会在青岛成功召开，ｈｔｔｐｓ： ／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５ ／ ０５ ／ ３０ ／ ＡＲＴＩＶｍＦｉ４ｉ５Ｍ６ＢＡＯＥｇｗｕ３ｔＧ２２５０５３０. ｓｈｔｍｌ



图 １　 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分析框架

二、中国农业固体废弃物的治理现状和现存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

正从传统的末端清运，转向构建涵盖源头减量、分
类收集、资源化利用与协同监管的全过程、系统性

治理体系，旨在统筹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改

善。 为实现这一战略转型，中国陆续出台《关于推

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初
步构建了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社会协

同为特征的多元共治机制。 随着相关制度建设持

续推进，设施建设、技术示范与模式推广取得一定

进展，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逐步加强。 农业农村部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膜和农药包

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率分别达到 ８０％和 ７８. ９％，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７９. ４％，秸秆综合利用率

维持在 ８８％以上①。 其中，２０２３ 年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率较上年提升 ８. ５ 个百分点②。 尽管近年来中

国在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政
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但对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和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求，四类农业固体废弃物在

治理过程中仍普遍存在系统机制不畅的问题，具体

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在制度与机制层面，尽管

初步建成了覆盖广泛的回收网络并显著提升了回

收率，但在收集、转运、处理等关键环节仍存在衔接

不畅、责任不清、协同效率偏低等问题，制约了系统

治理效能的提升。 农业固体废弃物具有空间分布

分散、产生周期性强、参与主体多元等特点，现有制

度安排在部门职责衔接、治理链条闭环管理以及激

励机制设计方面仍显不足。 其次，在行为主体层

面，农民作为治理实践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度仍

有待提升。 一方面，部分农户环保意识薄弱，未充

分认识到废弃物回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现有回

收流程复杂、成本较高且激励机制欠缺，导致农民

参与积极性不足（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Ｈａｏ 等，２０２４）。
最后，在技术供给层面，当前回收与资源化处理技

术尚未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部分技术成本较高、
适用性不强，难以支撑将废弃物高效转化为资源的

目标（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６）。

—２２１—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①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 . 加快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ｈｔｔｐｓ： ／ ／ ｊｈｓ.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ｌｓｆｚ ／ ２０２５０１ ／
ｔ２０２５０１１７＿６４６９２５７. ｈｔｍ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 １３８１ 号建议的答复，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ｐｕｂｌｉｃ ／
ＺＺＹＧＬＳ ／ ２０２４０７ ／ ｔ２０２４０７２９＿６４５９８１９. ｈｔｍ



（一）农药包装废弃物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是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而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作

为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治理对象，其治理成效直

接关系到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和公共健康安全。 中

国农药包装废弃物的治理重点正由源头减量向回

收处理体系建设转变。 《到 ２０２０ 年农药使用量

零增长行动方案》 《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试点的方案》和《关于切实做好农药包装废

弃物回收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
强化对源头减量和末端回收处理的协同推进。 与

此同时，配套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例如《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明确界定了农

药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在回收处理过程中的

义务和责任，并推动专业服务主体的市场化参与

（宋洋等，２０２５）。 截至 ２０２０ 年，中国农药包装废

弃物的回收率和处理率逐步提升 （任宗杰等，
２０２１），全国已建设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４２
万个；其中，农药经营门店设置的回收站点 ２５. ８
万个，行政村设置的回收站点 １３. ５ 万个，其他回

收站点 ２. ７ 万个①。
尽管进展显著，当前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仍面

临三大治理难题。 首先，治理体系协同效率不高。
建立覆盖全过程的收集、转运、处理体系需多元协

同，但受限于农户和企业空间分布广泛、组织化程

度较低等客观条件，政府监管执行力受到制约（罗
娟，２０１８；任宗杰等，２０２１）。 此外，全链条治理体系

建设依赖于持续的财政投入、技术支撑与人力资

源，成本压力显著（罗娟，２０１８；任宗杰等，２０２１）。
其次，农户参与度不足。 受传统习惯与认知限制，
部分农户环保意识薄弱，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了

回收体系的运行效率与规模扩张（李志涛等，２０１５；
魏珣等，２０１８）。 最后，技术支撑体系尚不健全。 当

前回收处理技术在残留清除与环境安全控制方面

仍存在技术瓶颈，企业技术水平难以满足安全处置

要求，存在引发次生污染的潜在风险（李志涛等，

２０１５；罗娟，２０１８）。
（二）废弃农用薄膜

废弃农用薄膜治理是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和绿

色增产的关键一环。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生产方式

现代化与生态环境治理并重，这对废弃农用薄膜治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多措并举，通过源头减

量、产品替代和回收处理等措施对废弃农用薄膜加

以治理。 《农膜回收行动方案》 《关于加快推进农

用地膜污染防治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相继发布，强调源头

减量化、产品标准化和资源利用化，并配套实施相

关技术标准以推动废弃农用薄膜治理。 为确保政

策的有效执行，相关部门完善了农用薄膜残留检测

制度并加快市场监管制度建设。 《农用薄膜管理

办法》明确了农用薄膜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处

理废弃农用薄膜的责任和义务，建立起涵盖政府监

管与社会协同的制度框架，从制度上强化了废弃农

用薄膜回收的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

废弃农用薄膜回收率稳步提升，治理体系初具

规模。
尽管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废弃农用薄膜治理仍

面临五大制约因素。 第一，新国标地膜的推广面临

阻力。 尽管新国标地膜具有更高环保性能，但高成

本显著抑制了其市场普及率（薛颖昊等，２０２１）。
同时，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非达标地膜产品仍大

量存在，进一步削弱了标准产品的替代能力（靳拓

等，２０２０）。 第二，可降解农膜的技术瓶颈突出（闵
超等，２０２０；马兆嵘等，２０２０）。 其推广面临双重制

约：一是过高的成本抑制了农户的采纳意愿。 普通

农膜、加厚农膜的亩均成本分别约为 ５０ ～ ６０ 元、
７０～８０ 元，而可降解农膜的亩均成本高达 １５０～１６０
元②。 二是降解性能不稳定，受环境影响大，易出

现“降解过早”或“降解不彻底”等问题，导致环境

污染（马兆嵘等，２０２０）。 第三，废弃农用薄膜回收

技术仍显薄弱。 机械回收设备成本高、适应性差，
导致作业效率低、含杂率高，难以满足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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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要求（薛颖昊等，２０２１）。 第四，农户回收意

愿较低。 农户对废弃农用薄膜残留污染认知不足，
且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与行为引导，其回收参与度

不高（王莉等，２０１８）。 第五，经济效益驱动不足。
废弃农用薄膜回收过程投入大、收益低，再利用产

品市场接受度有限，回收链条经济可行性不高，因
此其产业化与市场化发展受到制约（王莉等，２０１８；
靳拓等，２０２０）。

（三）农作物秸秆

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是构建农业内部循环、
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其治理

绩效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源节约

型农业体系的构建要求。 中国农作物秸秆的治理

重点经历了从“秸秆禁烧”到“以用促禁”，再到“全
面利用”的转变（田宜水，２０２０）。 《“十四五”全国

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要推进秸秆“五化”综合

利用。 目前除东北地区外，主要农业生产区秸秆露

天焚烧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覃诚等，２０１９）。
目前农作物秸秆的治理还存在五大关键问题。

第一，农作物秸秆还田效率不足。 秸秆还田过程中

存在过量投放、 粉碎不充分等问题 （姜珊等，
２０２１），叠加现有机械适应性差、作业成本高等因

素，其作业效率受到严重影响（姜珊等，２０２１；董莹

等，２０２４）。 第二，种养分离现象日益严峻。 受土地

流转与城乡结构演变影响，传统农户主导的种养结

合格局加速解构，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未有效建

立种养循环机制，阻碍了秸秆的饲料化利用（孙宁

等，２０１６；毕于运等，２０１９）。 第三，秸秆离田利用技

术不成熟、应用局限性显著。 现有技术的地域适宜

性差，限制了其广泛应用（孙宁等，２０１６；于法稳等，
２０１８）。 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调查测算，秸秆离

田成本每亩为 ６０～１２０ 元，大致相当于单季作物纯

收入的 １５％～３０％，在缺乏专项补贴的情况下推广

困难①。 在山西省襄汾县的案例研究中，通过田间

调查与实验分析发现，在县域尺度下，生物炭的制

备成本约为 １１０７ 元 ／吨；若不计算秸秆原料成本，
制备成本仍需 ５０７ 元 ／吨（Ｗａｎｇ 等，２０２５）。 同时，
秸秆加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弱，经济效益欠佳，

抑制了秸秆深加工产业的成长潜力（毕于运等，
２０１９；赵馨馨等，２０１９）。 第四，收储运体系建设难

度高。 农户数量多、耕地分散、秸秆体积庞大等因

素共同推高了物流成本，严重制约收储运网络体系

化构建（王红彦等，２０１６）。 第五，农户价值认知不

足。 部分农民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认知与行为动机

不足，参与意愿不高，成为政策落地与机制运行的

主要制约因素（于法稳等，２０１８；Ｙａｎ 等，２０２１；薛颖

昊等，２０２３）。
（四）畜禽粪污

畜禽粪污治理直接关系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目标的重要支撑点 （王明利等，
２０２５）。 中国畜禽粪污的治理工作先后经历了末端

治理阶段、总量控制阶段，以及以资源化利用为主

的精细化管理阶段（刘振涛等，２０２５）。 为了推进

畜禽粪污的治理，相关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关于加快推

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等政策文

件，强调建立健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制度，并且

出台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

范》等指导性文件，进一步规范治理工作。
目前畜禽粪污治理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首要

挑战在于种养结合模式的脱节，这是中国养殖行业

普遍存在的问题（谷保静等，２０２１；金书秦等，２０２４；
刘振涛等，２０２５）。 由于多数养殖场缺乏足够的配

套耕地，难以实现粪污的田间还田与就地转化，需
依赖成本较高的外运处理或自行建设设施，加重了

治理负担（舒畅等，２０１９）。 其次，资源化利用能力

不足。 受资金和场地的双重限制，养殖场在粪污资

源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展缓慢（赵汝东等，
２０２０；林斌等，２０２２；汪笑溪等，２０２４）。 在肥料化利

用方面，有机肥的加工运输成本高且质量参差不

齐，加之施用技术要求和长效性特点，农民的使用

意愿较低（舒畅等，２０１９；周海宾等，２０２２）。 而能

源化利用虽前景广阔，却因初始投资成本高、运行

效益不佳等经济障碍而进展受限（Ｙａｎ 等，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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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与精准施肥指导，导致

农户仍依赖经验方式施用粪肥，易造成资源浪费与

环境风险（林斌等，２０２２；汪笑溪等，２０２４；黄雅捷

等，２０２５）。 第三，小规模养殖场往往得不到专门的

政策支持，且其经营者多为老龄农户，专业知识相

对匮乏。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他们对畜禽粪污

资源化的主动参与度极低（赵汝东等，２０２０）。

三、国外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经验与模式总结

　 　 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是诸多国家和地区共同

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些国家在该领域起步较早，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 随着中国

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农业发展正从增产导向

转向质量提升与生态协调并重的发展阶段，对农业

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农业固体废弃

物治理的有效路径，具有现实意义。 尽管发达国家

的治理模式存在差异，但普遍通过制度化设计，清
晰界定政府、市场与农户三者之间的责任分工与利

益协调，以保障治理机制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其

核心经验可归纳为：治理主体权责明确、市场化机

制有效嵌入以及政策执行闭环管理。 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针对识别的中国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的主

要障碍，本文聚焦两类典型治理模式：一是农药包

装废弃物和废弃农用薄膜治理中的收转运（或收

储运）模式；二是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污治理中的

资源化利用模式。 本文通过比较国际治理经验，提
炼其治理机制特征，旨在为中国农业固体废弃物治

理体系的优化提供参考。

图 ２　 农药包装废弃物与废弃农用薄膜的治理模式

图 ３　 农作物秸秆与畜禽粪污的治理模式

（一）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

美国、德国、巴西、加拿大和比利时是农药包装

废弃物治理的先行者，他们在治理的收集和转运环

节中注重建设政府、协会、企业、农户等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收转运体系，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和市场

主导型两类治理模式。 为提升农户的参与度，这些

国家实施了兼具约束与激励的政策措施，并配套开

展专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农户的环保意识与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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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 在废弃物处置阶段，这些国家注重多元化

利用路径，强调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加大对废弃物

转化技术研发的投入，并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的实地

应用与普及。
１. 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收转运体系。 在构建农

药包装废弃物的收转运体系时，这些国家注重政

府、协会、企业、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通过

精细协调确保各参与方的利益均衡和责任清晰，从
而塑造出两种典型治理模式：政府引导型和市场驱

动型。 政府引导型模式依托于严格的法律法规框

架，确立了“污染者负担”的基本原则。 例如，美国

借助《超级基金法》，对特定化工品制造商征税，专
项用于环境修复（黄泽宇，２０１３）。 加拿大则依据

包装数量向农药制造商征收回收费用（李志涛等，
２０１５）。 澳大利亚则根据废弃物的重量向农户征收

回收处置费（何在中等，２０１３）。 政府利用这些资

金设置标准化收集站点，要求农户在彻底清洗后送

交废弃物，之后委派签约企业进行集中回收处理。
在此模式中，政府同时通过制定农户约束机制和开

展教育培训，提升其参与的程度和能力，例如巴西

法律强制农户提交已清洁的包装换取农药购买许

可（黄泽宇，２０１３），并要求生产者在包装上标注回

收指南，联合经销商开展农户培训 （何在中等，
２０１３）。 市场驱动型模式则赋予私营企业回收处理

的全权责任，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以降低成

本、提升效率。 德国的“绿点”企业即为一例，其他

企业通过支付授权费以获得“绿点”标志使用权，
而“绿点”企业利用收取的资金进行指定标志产品

的回收处理（黄泽宇，２０１３）。
２. 多途径利用。 在完成农药包装废弃物的集

中收集后，这些国家普遍采取粉碎和清洗工序，进
而将之转化为可多途径利用的基础材料。 例如，加
拿大将净化处理后产出的塑料颗粒应用于高速公

路防护栏的制造或作为能源回收的原料（李志涛

等，２０１５）。 德国则创新性地将此类废弃物投入水

泥窑作为燃料，或通过先进技术将塑料转换为乙醇

（何在中等，２０１３）。 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化利用

的基石，在于对科研的持续且针对性的投入。 巴西

为此提供了示例，其成立了国家级空容器处理研究

所，该机构专注于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管理与处理技

术，与农药行业上下游主体紧密合作，协同制造商、

销售商及农户，共同推进废弃物的高效循环利用，
并为之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何在中等，２０１３）。

（二）废弃农用薄膜治理

日本、美国及欧盟在废弃农用薄膜治理中构建

了多利益相关方协作机制，重视多元化利用路径，
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和协会主导三类治理模

式，与农药包装废弃物管理相呼应。 同时高度重视

源头减量，推广高性能农膜以强化前端控制，实现

全过程治理目标。
１. 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收转运体系。 在废弃农

用薄膜的管理上，这些国家延续了农药包装废弃物

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策略，并进一步创新性地融

入了协会主导的新模式。 协会在此扮演着核心协

调者的角色，连接政府、农户、生产者、销售商及回

收企业等，形成闭环管理体系，负责提供费用征收、
统一回收处理和公众教育等全方位任务。 以日本

的农用塑料回收处理促进委员会为例，它成功构建

了涵盖农民、政府、制造商及回收企业的协作体系，
明确了各参与方的权利与责任（胡珏等，２０１９），彰
显了协会主导模式的高效协同优势。 在这一治理

架构中，政府通过《废弃物处理与清扫法》和《促进

再生资源利用法》赋予行业协会明确的法律地位

与管理权限，要求农民将废弃农用薄膜交送至指定

回收点，并规定农民需支付一定的回收处理费用，
以支持回收处理机构的运营。 同时，协会负责回收

体系的全面组织与管理，包括回收点的布局规划、
回收时间安排、物流协调及与专业处理企业的合同

签订等事务，确保回收流程的规范化与高效执行。
为了激发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协会与经销商合作，
通过将回收费用附加在农膜销售价格中，从而有效

避免农民因拒绝支付回收费用而导致的非法处理。
协会还定期开展宣传与培训活动，指导农民规范收

集、分类整理与打包废膜，增强其资源回收意识与

操作能力。 在资金保障方面，协会依据农膜销售数

量向农膜制造商收取“回收处理协调费”，从而建

立起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为核心的可持续筹

资机制，推动实现农膜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与责

任共担。
２. 多途径利用。 在技术革新与资源化利用方

面，这些国家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废弃农用薄膜拓

展了资源化利用路径。 日本通过专业的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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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废弃农用薄膜转化为高质量的再生颗粒及高能

固态燃料，用于发电等领域（刘程锦等，２０２０）。 美

国则聚焦于高温裂解技术，将废弃农用薄膜转化为

石油等可再利用能源，进一步拓展了资源化利用的

边界（刘程锦等，２０２０）。
３. 建立和完善产品标准。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

废弃农用薄膜的产生与提升回收效率，这些国家不

断优化地膜生产标准并推广机械化回收技术。 日

本、美国及欧盟对地膜厚度设定了严格规范，分别

是 ０. ０２～０. １ 毫米、０. ０２５～０. ２５ 毫米和 ０. ０２５～０. ２
毫米（刘晓永等，２０１９），并倾向于采用不易破损的

较厚地膜，配合机械化捡拾，大大简化了农户的回

收操作，降低了回收难度与成本（靳拓等，２０２０）。
此外，推广使用高质量、可重复使用的地膜，从源头

上减少了农膜需求量，进而实现了更加可持续的农

业固体废弃物管理（靳拓等，２０２０）。
（三）农作物秸秆治理

美国、日本、德国及丹麦在秸秆资源化利用方

面形成了以自然循环与工业化转化并重的双轨路

径，前者涵盖直接还田与过腹还田，后者聚焦于燃

料化、基质化与原料化等多元利用。 其治理模式主

要包括保护性耕作中的直接还田、种养一体化中的

过腹还田，以及离田利用与高效收储运体系耦合推

进，并通过完善标准体系、推广机械化和加强科研

支撑，构建起系统化的秸秆治理机制。
１. 秸秆直接还田与保护性耕作相结合。 秸秆

直接还田是指将秸秆切短或粉碎后均匀覆盖于地

表或深翻进土壤（孙宁等，２０１６），这一做法的广泛

应用与保护性耕作的推广紧密相关。 保护性耕作

是以减少风蚀、提高土壤肥力和抗旱能力等为目的

所采取的一系列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耕作技术，被
许多国家大力推广 （仇焕广等， ２０２０；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１），而秸秆还田是其中的核心实践（仇焕广等，
２０２０）。 结合免耕或少耕技术，秸秆覆盖有效提升

了土壤保护效能（孙宁等，２０１６）。 欧美多数国家

将超过 ６０％ 的秸秆用于直接还田 （王红彦等，
２０１６）。 为优化直接还田作业，这些国家采取了标

准制定与机械化提升双管齐下的策略。 例如，日本

普遍采用半喂入联合收割机加装后置式切碎机，在
收割过程中同步完成秸秆切碎与地表均匀撒布，从
而实现高效的收割还田同步作业，显著提升还田作

业效率（谢杰等，２０２２）。 根据不同耕地条件，日本

推广差异化还田方式，如在湿地采用拖拉机牵引犁

具实现 ３０ 厘米以上深翻还田，在旱地则使用旋耕

设备进行 １５ 厘米深度混埋处理。 此外，各国还推

出财政补贴、低息贷款和农机服务等激励措施，如
日本的补贴政策涵盖从设备购置到后期服务的全

过程（谢杰等，２０２２）。
２. 秸秆过腹还田与种养结合利用相结合。 秸

秆过腹还田是指将秸秆加工成饲料后饲喂畜禽，再
将畜禽产生的粪污还田的一种方式 （孙宁等，
２０１６）。 由于秸秆富含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在经过

适当加工处理后，可以成为优质的饲料来源（孙宁

等，２０１６）。 各国在推广过腹还田时强调种养结合、
设定合理的土地承载量和养分管理计划，以确保秸

秆的有效利用（孙宁等，２０１６）。 欧美约 ２０％的秸

秆被用于生产饲料（王红彦等，２０１６）。 为提升过

腹还田效率，各国制定了详细的操作规范，推广机

械化作业并加强政策支持。 西欧多国推广使用集

成化打捆机，而日本实现了秸秆处理的全程机械化

（谢杰等，２０２２）。 政策上，日本对种植饲料作物以

及自行收集和打包秸秆的农户给予补贴，并定期召

开农户培训会议，帮助农户掌握饲料生产技术（谢
杰等，２０２２），体现了对技术创新和农户培训的

重视。
３. 秸秆离田产业化与收储运体系建设相结

合。 在秸秆离田产业化利用方面，以丹麦、德国和

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积极探索生物质能源（例如秸

秆发电、沼气和纤维素乙醇），以及非能源领域的

综合利用，例如建材、纸浆和饲料的生产（孙宁等，
２０１６；Ｄｕｑｕｅ－Ａｃｅｖｅｄｏ 等，２０２０；Ｙａｎ 等，２０２１；谢杰

等，２０２２；Ｐｒａｄｏ 等，２０２５）。 这些国家构建了高效、
标准、智能的秸秆收储运系统，为产业化利用提供

坚实基础（孙宁等，２０１６）。 日本在该领域发展尤

为突出，实现了从收割、打包、存储到运输的全程机

械化（谢杰等，２０２２）。 此外，上述国家建立了以合

同为基础的稳定秸秆供需体系（孙宁等，２０１６；谢杰

等，２０２２），以充分发挥收储运体系的作用。
为加速秸秆离田利用的产业化进程，各国加大

政策支持和科研投入，例如日本在收储运设备和技

术上的研发投入，丹麦的可再生能源人才队伍建

设，以及美国设立的生物能源研究中心（谢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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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同时，各国通过购机补贴、运输费用补偿、
合同奖励及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市场参与（谢杰

等，２０２２）。 美国更是对秸秆纤维素乙醇直接提供

产品补贴（王红彦，２０１６），推动了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蓬勃发展。
（四）畜禽粪污治理

美国、欧盟、新西兰与日本在畜禽粪污治理中

构建了以肥料化与能源化为核心的资源化路径，并
形成了两大治理模式，即肥料化与种养结合的深度

整合，以及产业导向与政策配套的综合治理。 其治

理体系注重标准体系建设、技术研发投入与政策激

励协同推进，体现出多维协作与系统治理特征。
１. 肥料化与种养结合利用相结合。 种养结合

不仅是农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

畜禽粪污消纳和资源化利用的关键途径（董红敏

等，２０１９；姜珊等，２０２１）。 这些国家通过推广种养

一体化，高效实施粪污的肥料化利用，同时密切监

测土地承载力与土壤养分平衡，以防止过度施肥引

发的生态风险。 例如，美国的大规模农场通过种养

结合实现粪污的全面肥料化，并配以详尽的养分管

理规划，定期监测土壤与粪污的养分状况（迟景译

等，２０１８）。 新西兰则重点关注土壤的养分承载能

力（刘沙沙等，２０１８）。
为了优化种养结合模式，各国积极增加科研投

入，例如美国开发的畜禽粪污综合养分管理软件、
液态粪肥施用系统及特制施肥技术（柳珊，２０１９）。
新西兰依托其皇家研究机构，完成了土壤特性的全

国性调研，并据此开发了农田营养预算工具（刘沙

沙等，２０１８）。 此外，通过行业协会和专家团队提供

的技术咨询等社会化服务。 例如，美国的养殖员工

培训、资源化利用技术资格认证项目，以及德国的

土壤养分测试与个性化施肥建议，显著增强了农户

的实践能力（刘沙沙等，２０１８）。 在政策层面，日本

通过农业基础设施补贴，为现代化畜禽养殖场提供

高达 ４０％的建设成本补助（何龙斌，２０１３）。
２. 产业化利用与配套政策相结合。 产业化

利用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另一重要途径。 上

述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加速畜禽粪污的

产业化转化。 德国早期即通过固定电价补贴促进

沼气工程的发展，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优先购

入，并长期维持对可再生能源生产者的补贴政

策，后期更重视小型沼气项目的推广及畜禽粪污

作为原料的应用（刘沙沙等，２０１８）。 同时，为确

保产品质量，这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标准框架，
例如日本针对树皮堆肥、家畜粪便堆肥等不同类

型的有机肥料，均设定了具体的养分含量标准

（谢文凤等，２０２０），以此保障产业化利用的高效

与可持续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系统治理理论，构建“多类型废弃

物—多环节流程—多元参与主体—系统治理路

径”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问题

进行系统剖析，并结合国际经验开展比较研究。 研

究发现，第一，治理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协同不足是

制约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 当前中国农业固

体废弃物治理面临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技术与资

金的制约，更在于制度、主体与流程之间协同机制

的系统性缺失。 具体表现为：在制度层面上，政策

碎片化、部门职责交叉与监管缺位并存；在主体层

面上，政府、企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责任分担与

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在流程层面上，收集、转
运、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各环节衔接不畅，链条断裂

问题突出。
第二，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化的责任分担与利

益补偿机制是推动农业固体废弃物有效治理的重

要基础。 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及欧盟的比较

分析显示，其共性在于通过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行业自治组织主导、生态补偿与市场交易等制度安

排，明确界定政府、企业、农户等主体的责任边界，
并通过收益保障机制增强其参与意愿，推动治理系

统向可持续方向演进。
第三，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应用与主体协同的

有机联动，是提升治理整体性与响应能力的关键路

径。 有别于侧重单一技术改进或局部管理优化的

传统路径，本文主张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制

度设计与主体协作，推动形成更加协同、透明和高

效的治理模式。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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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多元主体系统参与的治理体系

针对农业固体废弃物种类繁多、治理链条复

杂、参与主体多元等结构性特征，应建立政府主导、
企业主责、农户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共治机制，推
动治理模式从单一主体驱动向协同治理转型。 应

强化政府在政策制定、监管执行和标准引导中的主

导作用，建立健全涵盖强制回收、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以及标准体系建设在内的政策支持体系。 明确

企业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下的主体责任，鼓励其

参与回收网络建设、处理技术升级和资源化利用。
提升农户参与积极性，通过“上门收集”“订单式服

务”等便捷方式，简化农户参与流程，并通过示范

村推广，逐步扩大覆盖面。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农
民合作社等社会组织在组织协调、技术培训与市场

对接中的桥梁作用，提升整体治理效率与系统稳

定性。
（二）分类施策，构建多元化资源化利用路径

在治理实践中，应基于农业固体废弃物的物质

属性、污染风险与利用价值的异质性，建立“分类

型治理、分路径利用”的分类治理模式。 对于农药

包装废弃物，应完善闭环回收体系，借鉴德国“绿
点”制度经验，全面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在

废弃农用薄膜治理方面，应加快生物降解地膜技术

研发与推广应用，推动标准化替代与区域集中机械

化回收相结合。 秸秆资源化应统筹推进秸秆还田、
能源化、饲料化等多元路径，加强收储运体系建设

并优化区域协同机制。 畜禽粪污治理则应围绕

“种养结合”理念，推动区域集中处理中心建设，实
现粪肥还田标准化与市场化运作，全面提升农业内

部循环利用水平。
（三）强化科技支撑与适用性技术推广应用

科技创新是破解农业固体废弃物治理瓶颈的

关键驱动力。 应设立专项科技基金，重点支持关键

技术研发与装备升级，包括可降解农膜材料、生物

农药包装清洗设备、秸秆离田收储运机械以及粪污

快速发酵等低成本和高适配性的技术装备。 针对

中小农户技术获取能力较弱的问题，可优先发展轻

便化、模块化、易操作的技术产品，推动治理工具下

沉基层。 同时，依托“科技特派员＋示范村”模式，
构建“技术研发—中试验证—应用示范”的一体化

推广链条，加快科技成果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四）推动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提升治理系统

化水平

顺应数字农业发展趋势，在农业固体废弃物治

理中积极引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推动治理方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化与智慧化

转变。 应建立农业固体废弃物管理信息平台，实现

回收量在线监测、处理设施负荷调度、补贴申报流

程线上化等功能，提升治理过程的透明度与决策科

学性。 构建基于位置追踪与身份识别的废弃物溯

源管理系统，实现农户行为可记录、信用可量化、政
策激励可追溯。 加强数据互联互通，推动治理系统

的智能决策与绩效评估能力提升，为实现高效治理

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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